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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通过的关于第909/2019号
来文的决定[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2: 	*	委员会第七十四届会议(2022年7月12日至29日)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对来文的审查：托德·布赫瓦尔德、克劳德·埃莱尔、埃尔多安·伊什詹、前田直子、伊尔维亚·普策、阿娜·拉库、阿卜杜勒－拉扎克·卢瓦内、塞巴斯蒂安·图泽、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 

	来文提交人：
	Nestor Niño Lizarazo、Katerine Ramírez、David Santiago Niño Ramírez和Jorge Enrique Dulcey Ramírez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以及Miguel Angel Niño Ramírez、Mariath Sophie Niño Ramírez和Juan Jose Niño Ramírez

	所涉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18年10月23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4和第115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19年1月15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2年7月27日

	事由：
	驱逐至哥伦比亚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申诉证据不足

	实质性问题：
	如被驱逐至原籍国，将面临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风险

	《公约》条款：
	第3条


1.1	申诉人Nestor Niño Lizarazo (生于1961年9月19日)、妻子Katerine Ramírez (生于1980年4月7日)及其子女Jorge Enrique Dulcey Ramírez (生于1995年6月14日)和David Santiago Niño Ramírez (生于1998年3月3日)，四人均为哥伦比亚国民。申诉人代表自己以及Miguel Angel Niño Ramírez (生于2001年10月31日)、Mariath Sophie Niño Ramírez (生于2008年7月10日)和Juan Jose Niño Ramírez (生于2014年8月1日)提交来文，他们也是Niño Lizarazo先生和Ramírez女士的子女，均为哥伦比亚国民。瑞士驳回他们的庇护申请之后，决定将他们遣返哥伦比亚。申诉人认为，这种遣返构成缔约国对他们根据《公约》第3条所享有权利的侵犯。缔约国根据《公约》第22条第1款发表了声明，自1986年12月2日起生效。申诉人无律师代理。
1.2	2019年1月15日，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第114条，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要求缔约国在审议申诉人的申诉期间不要将申诉人驱逐到哥伦比亚。2019年1月18日，缔约国通知委员会，已暂停将申诉人遣返哥伦比亚。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Nestor Niño Lizarazo是哥伦比亚桑坦德省彼德奎斯塔的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人士。他是彼德奎斯塔武装冲突受害者小组协调员，[footnoteRef:4] 杀伤人员地雷、未爆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受害者地区代表，一个武装冲突残疾受害者组织的代表，以及哥伦比亚政党民主选择中心党的活动人士。正是由于担任这些职务，Niño Lizarazo先生和他的家人受到自称是黑鹰和哥伦比亚盖坦派自卫队的持不同政见准军事团体的威胁和攻击。 [4: 		该团体根据2011年6月10日第1448号法成立，公布于第48.096号《哥伦比亚政府公报》。] 

2.2	Niño Lizarazo先生在2001年被杀伤人员地雷炸伤，失去了双手和右眼视力，残疾率为79.42%。[footnoteRef:5] 2001年至2017年期间，申诉人多次受到威胁并被迫多次流离失所，这一点得到了受害者支助和全面损害赔偿特别行政小组(受害者支助小组)的承认。[footnoteRef:6] 他们受到在桑坦德地区有系统地开展行动的准军事团体与哥伦比亚当局共谋实施的政治和社会迫害，因为Niño Lizarazo先生支持武装冲突受害者的工作及其政治激进主义被认为有悖经济利益和政府利益。这些准军事团体通过小册子、电话和电子邮件发出威胁，对申诉人的居住、工作和集会场所进行监视，并指控他们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哥人民军)的分化团体或游击队合作。Niño Lizarazo先生的儿子David Santiago Niño Ramírez和Jorge Enrique Dulcey Ramírez由于父亲残疾而与其密切合作，因此同样受到了死亡威胁。 [5: 		2010年10月20日的法医研究所报告附于案卷中。]  [6: 		受害者支助小组根据2011年6月10日第1448号法设立，目的是向国内武装冲突受害者提供关注、援助和全面赔偿。] 

2.3	Niño Lizarazo先生最近受到的威胁发生于2017年12月17日，当时，他作为彼德奎斯塔武装冲突受害者小组协调员，正准备参加一个活动。一辆汽车试图撞倒他，但没有成功。随后，该车司机威胁要杀死申诉人，将其称为军事目标，并对Niño Lizarazo先生说，他要去拿枪杀掉他，但Niño Lizarazo先生逃走并前往预定的活动地点。据目击者称，此人拿着手枪询问Niño Lizarazo先生的下落。
2.4	2018年3月30日，一些武装人员前往申诉人的住所，试图以咄咄逼人的威胁方式找到Niño Lizarazo先生的下落，要同他解决他所支持的归还土地申诉方面的纠纷。这些人随后散发了包含对彼德奎斯塔武装冲突受害者小组成员的死亡威胁的小册子。这一威胁迫使作为该小组协调员的Niño Lizarazo先生与家人尽快离开哥伦比亚。
2.5	Niño Lizarazo先生说，他将所受威胁告知了哥伦比亚主管部门。2017年12月23日，他就2017年12月17日所受威胁向彼德奎斯塔监察员提出申诉。2018年2月2日，他将自己的情况告知受害者支助小组，并要求得到保护并迁往另一个城市。受害者支助小组于2018年7月24日答复称，保护措施的主管机构是国家保护局。
2.6	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特别是考虑到一名民间社会人士于2018年4月2日被谋杀，申诉人决定于2018年4月8日离开彼德奎斯塔前往波哥大。在哥伦比亚主管部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障申诉人安全的情况下，申诉人认为，被迫移居国外是保护他们生命的唯一选择。因此，2018年4月11日，他们决定离开哥伦比亚前往瑞士，并在那里申请庇护。
2.7	2018年6月25日，国家移民秘书处在三项单独决定中驳回了申诉人的庇护申请，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他们返回哥伦比亚后会遭受酷刑或虐待。申诉人在没有免费法律援助的情况下就国家秘书处的这些决定向联邦行政法院提出上诉，联邦行政法院于2018年9月4日在三项单独裁决中驳回了他们的上诉。2018年9月17日，申诉人向联邦行政法院申请复审和采取不遣返的临时措施，联邦行政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驳回了这一申请。
		申诉
3.1	申诉人称，将他们遣返哥伦比亚将构成侵犯他们根据《公约》第3条享有的权利，因为Niño Lizarazo先生作为支持武装冲突受害者的民间社会人士和人权维护者，受到了死亡威胁，在哥伦比亚可能遭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他的家人也是如此。申诉人称，由于哥伦比亚政府不提供保护，没有作出不再发生类似行为的保证，人权维护者这一社会群体处于极端危险和脆弱的处境。申诉人补充称，国际组织的许多报告都提到与哥伦比亚政府共谋杀害人权维护者有关的严重危机，2018年有343名人权维护者被杀害。申诉人认为，这表明哥伦比亚政府没有保护人权维护者或政治反对派成员，也没有表现出保护他们的意愿。他们称，他们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对哥伦比亚人权维护者的有系统、有选择的攻击是真实存在的，目的是向武装冲突受害者发出信息，使他们不去争取行使人权，不去谴责危害人类罪。
3.2	申诉人称，他们在申请庇护程序中遇到了障碍。他们无法获得免费法律援助，也没有任何难民支助组织同意为他们辩护，理由是国家移民秘书处已作出明确的驳回决定。因此，申诉人在不了解瑞士法律和存在语言障碍的情况下独自面对庇护程序。他们称，国家秘书处首先向他们告知，所提供的证据毫无价值，随后又表示，他们提交的证明材料太多，国家秘书处无法全部接受。申诉人称，他们是在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情况下面对庇护申请程序的，而且既没有接受过法律培训，也没有为可能再次受害做好准备。
3.3	申诉人称，无论缔约国主管部门是否决定拒绝给予他们庇护，都应当考虑不将他们遣返哥伦比亚的请求，因为将他们遣返哥伦比亚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缔约国关于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19年7月4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申诉实质问题的意见，认为申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有实质性理由担心，他们返回哥伦比亚后将面临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和真实的酷刑或虐待风险。因此，缔约国请委员会认定，将申诉人遣返哥伦比亚不会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条承担的国际义务。
4.2	缔约国回顾委员会关于参照《公约》第22条执行第3条的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其中规定，来文提交人必须证明，如果被驱逐回原籍国，来文提交人将面临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和真实的酷刑风险，这种风险必须是实质性的，这些指控必须以可信事实为依据。缔约国还提到上述一般性意见第49段所述的委员会认为存在这种风险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4.3	在这方面，关于有关国家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系统侵犯人权行为的证据，缔约国认为，根据委员会判例，应当确定的是申诉人是否面临遭受酷刑的个人风险，因为一国存在一贯侵犯人权行为并不意味着有充分理由认定某人返回该国后可能遭受酷刑。在本案中，缔约国强调，哥伦比亚军队、游击队和准军事团体之间五十多年来一直存在武装冲突，有关各方均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缔约国还重点提及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人民军之间的和平协定。2018年有110名人权维护者被杀害，其中90%以上发生在国家力量薄弱的贫困地区，[footnoteRef:7] 缔约国称，尽管如此，哥伦比亚政府仍在努力建立保护人权维护者的体制框架。缔约国强调，2018年11月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协调各种预防和人权维护者保护方案，而且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也已设立，负责监测与哥人民军所达成和平协定的执行情况，此后采取了许多制止暴力侵害人权维护者行为的举措。缔约国称，虽然哥伦比亚的人权状况特别是人权维护者的人权状况令人关切，但该国的总体状况并不意味着有充分理由认定，申诉人返回该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 [7: 		A/HRC/40/3/Add.3，第18段。] 

4.4	此外，缔约国称，申诉人并未声称曾受到国家行为体的酷刑或虐待。Niño Lizarazo先生2001年在武装冲突中被杀伤人员地雷炸伤，失去了双手和一只眼睛的视力，尽管这并非本诉讼的主题。缔约国注意到，申诉人主要提到准军事团体黑鹰和哥伦比亚盖坦派自卫队对Niño Lizarazo先生发出的大量威胁，以及2017年12月21日针对他的袭击未遂事件，其原因是他支持反对党民主选择中心党的活动。缔约国强调，根据委员会判例，如果国家无法提供充分保护，并且该国不存在被认为可免受此类行为实施者影响的地区，个人的此类行为可能构成《公约》第3条意义上的风险。在本案中，缔约国认为，Niño Lizarazo先生曾多次提出申诉，这表明他可以利用哥伦比亚政府保护制度。根据主管部门对Niño Lizarazo先生申诉的答复，缔约国认为，哥伦比亚政府准备应对这些威胁，并向申诉人提供保护。缔约国还认为，申诉人可以在哥伦比亚其他地方定居，因为准军事团体不会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他们，这些团体并不控制该国全境，而且Niño Lizarazo先生的活动主要是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关于没有尝试在哥伦比亚另一地区定居的理由不合逻辑，是捏造的。
4.5	关于Niño Lizarazo先生的政治活动，缔约国没有对他作为人权维护者的工作提出异议，而认为这是哥伦比亚政府承认的活动，哥伦比亚政府准备为此向申诉人提供保护。此外，缔约国称，他们可在哥伦比亚其他地方定居。因此，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没有证明如果他们返回哥伦比亚，Niño Lizarazo先生的活动将使他们面临可预见和现实存在的遭受酷刑风险。
4.6	最后，关于指称可信度的证据，缔约国指出，Niño Lizarazo先生的安全规程遭到违反，有两名武装人员前往他的住所寻找他，对于这一指称，Niño Lizarazo先生未能提供有力解释。他解释说，他必须先通知受害者支助小组，待其批准后才能在哥伦比亚其他地方定居，缔约国认为这一解释似乎不合逻辑，是捏造的。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9年9月6日，申诉人提交了对缔约国关于实质问题意见的评论，申诉人在其中首先质疑缔约国在关于Niño Lizarazo先生个人情况及其所受迫害事实的意见中使用假设的做法。Niño Lizarazo先生称，他代表武装冲突受害者的职责既非假称，也非自称，而是由法律框架所规定的。威胁也确实存在，是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向他个人发出的。申诉人称，与哥人民军的和平协定并不能保证人权维护者不会遭受谋杀、威胁和流离失所，因为哥人民军放弃的地区已被准军事团体的分化团体接管。此外，申诉人指出，他们没有经济和社会手段前往哥伦比亚的陌生地区，因为每个犯罪团体都在该国某一地区行使权力，前往陌生地区会使他们的处境恶化，使他们面临生命危险。
5.2	关于国内庇护申请程序，申诉人指称，缔约国没有向他们提供正当程序保障。他们重申，他们已向主管部门提交了所有必要的证明材料，以证实所报告事实的真实性。申诉人指称，在第一次听证会上，国家移民秘书处的官员不允许他们详细陈述以证明事实，因为这会给口译员造成过多的工作负担。在Katerine Ramírez的听证会上，官员自行选择了他们认为重要的证据，并称其他证据对于正在进行的程序没有价值。申诉人指称，国家秘书处官员起初拒绝接受证据，后来又称，申诉人没有充分证明他们返回哥伦比亚后将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他们还称，阿尔高州指定的组织决定不向他们提供免费法律援助，这违反了正当程序保障。该组织的代表告诉申诉人，他们的案件不可能成功，因为拉丁美洲人在瑞士不可能获得庇护。2018年11月12日，申诉人将这一情况告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瑞士办事处，并请求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但于2018年11月15日被拒绝。
5.3	关于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条第2款对他们返回哥伦比亚后的酷刑风险进行审查的问题，申诉人指出，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许多人权报告指出，数百名人权维护者被杀害，数千人受到威胁，数百万人被迫流离失所。现政府无视美洲人权委员会或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建议。申诉人还提到哥伦比亚宪法法院1998年10月20日的T-590/98号判决，其中宣布该国在保护人权维护者方面的状况违宪。申诉人指称，在他们的案件中，如果他们被驱逐回原籍国，遭受酷刑的风险是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和真实的，特别是因为他们过去曾遭受过这种待遇。除了受到威胁和被迫流离失所以外，Niño Lizarazo先生称，他还曾被名为Los Botalones y el Bloc Central Bolivar de las Autodefensas Unidas de Colombia的准军事团体扣为人质，该组织对他造成了身心伤害。检察院没有受理他关于这些事实的申诉，借口是这些准军事团体已经解散。然而，受害者支助小组承认了这些事实。申诉人称，武装人员最近在其住所发出的威胁明确表明，在哥伦比亚人权维护者被有系统、有选择和大规模杀害的情况下，对Niño Lizarazo先生的迫害是真实、针对个人和可预见的。缔约国称，申诉人没有提供最近威胁和事件的证据，申诉人就此指出，在国家移民秘书处的听证会上，他们无法详细说明他们所遭受的各种暴力行为，而只能回答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此外，他们无法从受害者支助小组那里获得这些事实的证明，因为在瑞士的整个庇护程序期间，他们被禁止与原籍国主管部门接触。
5.4	缔约国称，哥伦比亚有保护机制，而且哥伦比亚政府愿意应对威胁，申诉人对此反驳说，2019年有多达734名人权维护者遭到有系统的谋杀，这表明了完全相反的情况。虽然他们向哥伦比亚主管部门报告了各种死亡威胁，但主管部门从未向申诉人提供保护。申诉人称，警察无法保护他们，因为警察自己也受到威胁，前往彼德奎斯塔巡逻会使其面临危险。关于本应保护人权维护者的国家保护局，申诉人称，该局安保人员是前国家安全局官员和重返社会的准军事人员，这并不会降低他们受到攻击的风险。
5.5	缔约国称，申诉人可在哥伦比亚另一地区定居，因为准军事团体不会在该国全境寻找他们，申诉人就此提交了监察员绘制的一张地图，其中表明该国各个地区都有人权维护者被杀害。申诉人引用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2018年访问哥伦比亚的报告，其中指出，针对人权维护者的犯罪在背景、受害者个人情况和作案手法方面都是有系统的。该报告还指出，当局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因为当局对人权维护者进行污名化，有时还否认这一现象，而且当局在该国一些地区没有控制权。[footnoteRef:8] [8: 		见A/HRC/43/51/Add.1。] 

5.6	关于申诉人的指称缺乏可信度的说法，申诉人重申，根据关于执行2011年6月10日第1448号法的2011年第4800号实施法令，受害者支助小组负责对他们的安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然后着手处理他们的搬迁。申诉人称，迁往另一地区必须遵循规定的规程，因此，他们的说法既非不合逻辑，也并非捏造的。申诉人还称，受害者支助小组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对他们的搬迁申请作出答复。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第22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22条第5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6.2	委员会回顾说，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除非能够断定个人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如果已经确定，补救程序的应用受到不合理拖延或不大可能使申诉人获得赔偿，则本规则不予适用。[footnoteRef:9] [9: 		例见，E. Y.诉加拿大案(CAT/C/43/D/307/2006/Rev.1)，第9.2段；另见禁止酷刑委员会，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第34段。]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未就本来文可否受理提出任何意见。然而，委员会确信申诉人已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因此根据《公约》第22条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实质问题，因为就可否受理而言，申诉人根据《公约》第3条提出的申诉也得到了充分证实。
6.4	委员会未发现妨碍受理的其他障碍，因此根据《公约》第3条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7.1	委员会依照《公约》第22条第4款，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材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在本案中，委员会要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遣返哥伦比亚是否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条承担的义务，即如有理由相信某人在另一国有可能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则不得将此人驱逐或遣返至该国。委员会首先回顾指出，禁止酷刑是绝对的，不得克减，缔约国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况作为施行酷刑的理由。[footnoteRef:10] [10: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2号一般性意见(2007年)，第5段。] 

7.3	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诉人被遣返哥伦比亚后将面临遭受酷刑的个人风险。委员会在评估这一风险时必须根据《公约》第3条第2款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然而，委员会回顾指出，这种分析的目的是确定所涉个人在将被遣返的国家是否会面临可预见和真实的遭受酷刑风险。因此，一国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本身并不构成确定某人在返回该国后面临遭受酷刑风险的充分理由；应当有其他理由表明所涉个人将面临个人风险。[footnoteRef:11] 反之，不存在一贯公然和系统侵犯人权的情况也不意味着某人在其特定情况下不会遭受酷刑。[footnoteRef:12] [11: 		R. A. Y.诉摩洛哥案(CAT/C/52/D/525/2012)，第7.2段；Alhaj Ali诉摩洛哥案(CAT/C/58/D/682/2015)，第8.3段；L. M.诉加拿大案(CAT/C/63/D/488/2012)，第11.3段；K. M.诉瑞士案(CAT/C/71/D/865/2018)，第7.3段。]  [12: 		Kalinichenko诉摩洛哥案(CAT/C/47/D/428/2010)，第15.3段；K. M. 诉瑞士案，第7.3段。] 

7.4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如果他们被遣返哥伦比亚，缔约国的行为将侵犯他们根据《公约》第3条享有的权利。委员会还注意到，Niño Lizarazo先生指出，作为人权维护者、彼德奎斯塔武装冲突受害者代表和政府反对党的政治活动人士，他和家人返回原籍国后可能会受到虐待。在这方面，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Niño Lizarazo先生作为人权维护者的情况提出异议。
7.5	委员会回顾说，委员会有责任确定申诉人如果被遣返哥伦比亚，目前是否存在遭受酷刑的风险。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曾有机会在国家一级向国家移民秘书处和联邦行政法院为其申诉提供证据，作出说明，但所提供的证据并未使国家主管部门得出结论认为，他们返回哥伦比亚后将面临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风险。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指称，在国内程序期间缺乏基本保障，因为国家秘书处官员拒绝接受申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允许申诉人在听证会上详细陈述和解释，申诉人在联邦行政法院的上诉程序中得不到免费法律援助，他们不得不在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没有法律知识的情况下进行上诉。委员会回顾说，委员会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第18(b)段和第40段提到了基本保障，包括为确保充分执行《公约》第3条而向申诉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措施。委员会注意到，从申诉人的听证记录中可以看出，国家移民秘书处官员没有完全理解申诉人的陈述和解释，也没有同意审查申诉人希望提交的证据和附件。[footnoteRef:13]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申诉人的这些指称作出任何解释。因此，在本案中，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作为寻求庇护者处于特别脆弱的处境，没有得到《公约》第3条规定的所有基本保障。 [13: 		国家移民秘书处2018年5月28日听证会，缔约国意见附件6, 第8和第12页。] 

7.6	关于接收国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指称，哥伦比亚全国各地都存在对人权维护者有系统、有选择的迫害。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称，虽然哥伦比亚的人权状况特别是人权维护者的人权状况令人关切，但哥伦比亚政府正在努力建立保护人权维护者的体制框架，申诉人可以利用这一框架。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哥伦比亚局势的报告，2021年在该国记录了202项杀害人权维护者的指控和1,116起威胁和攻击人权维护者的事件。[footnoteRef:14]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该报告，这些案件主要由非国家武装团体和犯罪团体实施，其目标是土地、领土、土著人民权利、环境、武装冲突受害者和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人民军之间和平协定执行工作的捍卫者。委员会还注意到，这一现象在该国各地均有发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记录了该国32省中有28省发生了杀害和攻击人权维护者的事件。[footnoteRef:15] 同样，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2018年11月20日至12月3日访问哥伦比亚的报告强调，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人权维护者遇害人数最多的国家，此类罪行不受惩罚的比例很高。委员会注意到，特别报告员认为，哥伦比亚的大多数人权维护者无法在安全和有利的环境中工作，也得不到国家的有效保护，特别是因为国家力量在某些地区完全缺失，哥人民军已经解散，非法和犯罪武装团体重新控制了领土。[footnoteRef:16] 此外，人权事务委员会、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以及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欢迎设立国家保护局，但对国家保护局缺乏资源以及该国人权维护者受到攻击表示关切。[footnoteRef:17] 禁止酷刑委员会本身此前也关切地注意到人权维护者受到攻击，并对此类事件的调查缺乏结果表示遗憾。[footnoteRef:18] 最后，委员会注意到，在普遍定期审议中收到的关于人权维护者问题的许多建议中，建议哥伦比亚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针对地方领导人和人权维护者的系统性暴力，加强对面临此类风险者的个人和集体保护，并重点关注对威胁和谋杀策划者的调查和起诉。[footnoteRef:19] 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哥伦比亚人权维护者遭受酷刑以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情况广泛存在，他们应受到《公约》第3条的保护。 [14: 		A/HRC/49/19，第39和第40段。]  [15: 		同上，第44段。]  [16: 		见A/HRC/43/51/Add.1。]  [17: 		分别见CCPR/C/COL/CO/7、E/C.12/COL/CO/6和CED/C/COL/OAI/1。]  [18: 		CAT/C/COL/CO/5，第26段。]  [19: 		A/HRC/39/6，第120.72段。] 

7.7	此外，还应有其他理由表明，在所涉人员的特定情况下，[footnoteRef:20] 他们面临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个人风险。[footnoteRef:21] 因此，在本案中，委员会还应确定申诉人如果被遣返哥伦比亚，是否会面临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个人风险。委员会回顾其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其中指出，只要有“充分理由”相信，一个人无论作为个人还是有可能在目的地国遭受酷刑的一个群体的成员，在将被驱逐至的国家面临遭受酷刑风险，便存在不推回义务。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的惯例是，只要酷刑的风险是“可预见、针对个人、现实存在和真实的”，便认定存在“充分理由”。[footnoteRef:22] 个人风险因素可包括申诉人或其家庭成员的政治派别或政治活动，或已发出逮捕令但无法保障公平待遇和审判。[footnoteRef:23] 委员会回顾说，举证责任由申诉人承担，申诉人必须提出合理的理由，即提出确凿证据表明，遭受酷刑的风险是可预见、针对个人、现实存在和真实的。然而，当申诉人无法就其案件提供详细资料时，则应倒置举证责任，所涉缔约国须对指称进行调查并核实来文所依据的信息。[footnoteRef:24] 委员会还回顾说，委员会相当重视所涉缔约国机构的事实调查结论，但又不受这一结论的束缚，而是会依照《公约》第22条第4款，考虑每一案件的所有相关情节，自行评估所掌握的信息。[footnoteRef:25] [20: 		Kalinichenko诉摩洛哥案，第15.3段。]  [21: 		R. A. Y.诉摩洛哥案，第7.2段；Alhaj Ali诉摩洛哥案，第8.3段；L. M.诉加拿大案，第11.3段。]  [22: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第11段。]  [23: 		同上，第45段。]  [24: 		同上，第38段。]  [25: 		同上，第50段。] 

7.8	委员会回顾说，其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第28段提到“个人或其家人被施以”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如果被驱逐至原籍国，他们遭受酷刑的风险将是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和真实的，特别是因为Niño Lizarazo先生多次被迫流离失所，被准军事团体劫为人质并受到伤害，还受到武装人员针对他个人发出的死亡威胁。委员会注意到Niño Lizarazo先生称，他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他的案件中的遭受酷刑风险是可预见和真实的，因为受害者支助小组承认他受到的威胁，而且该国各地仍然经常发生像他这样维护武装冲突受害者权利的人权维护者被谋杀的事件。最后，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哥伦比亚政府不愿也无力向他们提供保护，主管部门在他们提出搬迁申请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即证明了这一点。
7.9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称，申诉人可以利用哥伦比亚政府的保护制度，哥伦比亚政府准备应对这些威胁并向申诉人提供保护，因为哥伦比亚承认人权维护者的活动。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称，申诉人可在哥伦比亚另一地区定居，因为准军事团体不会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他们，也不会控制该国全境，而且Niño Lizarazo的情况主要是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称，申诉人关于他们迁往另一地区之前必须通知受害者支助小组一事以及Niño Lizarazo先生安全规程终止理由的解释不合逻辑，是捏造的。
7.10	然而，委员会认为，如果同时考虑到Niño Lizarazo先生作为人权维护者和武装冲突受害者团体协调员的情况，他由于所开展活动而经历的暴力事件和一再遭受的人身威胁，以及哥伦比亚有系统地迫害人权维护者的背景，则有充分证据表明，申诉人如果被遣返哥伦比亚，将面临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可预见和真实的个人风险。
7.11	考虑到申诉人在上文第5.5段提出的论点，委员会还认为有必要回顾指出，缔约国还应避免将个人驱逐到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有可能遭受非国家实体的酷刑或其他虐待的另一国。[footnoteRef:26] 同样，哥伦比亚无法阻止或通过默许或不干预而允许的个人实施的虐待也应由哥伦比亚承担责任，因为国家默许了这些行为。[footnoteRef:27]在这一意义上，此类行为的有罪不罚导致暴力事件一再发生。委员会在其关于执行第2条规定的第2号一般性意见(2007年)第18段明确指出，如果国家当局知悉或有合理理由相信非国家或私人行为体正在施行酷刑或虐待，但并未对其予以阻止、调查和起诉，则国家应承担责任，国家官员应被视为所禁止行为的实施者、共谋者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为同意或默许此种行为负责者。国家若未适当注意进行干预以制止和制裁此类行为并向受害者提供补救，实际上会纵容或允许非国家行为体犯下《公约》所禁止的行为而不受惩罚，国家的漠不关心或无所作为构成某种鼓励和/或事实上的准许。 [26: 		同上，第30段；Elmi诉澳大利亚案(CAT/C/22/D/120/1998)，第6.8和第6.9段；M. K. M.诉澳大利亚案(CAT/C/60/D/681/2015)，第8.9段；Calfunao Paillalef诉瑞士案(CAT/C/68/D/882/2018)，第8.9段。]  [27: 		Dzemajl等人诉南斯拉夫案(CAT/C/29/D/161/2000)，第9.2段；Calfunao Paillalef诉瑞士案，第8.9段。] 

7.12	委员会回顾说，考虑到《公约》的精神是防止酷刑，而不是在酷刑发生后予以纠正，[footnoteRef:28] 因此在通过关于个人来文的决定时，还必须考虑无罪推定原则，作为防止不可挽回伤害的预防措施。[footnoteRef:29] 委员会还重申，将某人或某酷刑受害者驱逐至某国内此人不会遭受酷刑的地区(该人在同一国家其他地区可能遭受酷刑)，这一方案既不可靠也没有效果。[footnoteRef:30] [28: 		Alan诉瑞士案(CAT/C/16/D/21/1995)，第11.5段。]  [29: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第51段。]  [30: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第47段。] 

8.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第7款行事，得出结论认为，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将申诉人遣返哥伦比亚将构成缔约国违反《公约》第3条的行为。
9.	委员会认为，《公约》第3条要求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的义务和本意见，重新审议申诉人的庇护申请。还请缔约国在重新审议申诉人的庇护请求期间不要将他们驱逐。
10.	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118条第5款，请缔约国自本决定送交之日起90天内通报根据上述意见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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